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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共同體創始階段之歷史制度分析：

經濟與安全的權衡

*

一九五○年代初，法國促成西歐六國煤鋼產業聯營，歐洲統合有了

成功的開端，然而幾年後卻又經歷了軍事及政治統合計畫的嚴重挫折；

接著在六國政治領導人物鍥而不捨的努力下簽署羅馬條約，建立了經濟

和原子能共同體。本文重新審視歐洲共同體創始階段的發展，並從歷史

制度主義的角度和觀點，對此一統合過程進行再解釋。本文首先說明歷

史制度主義途徑及其分析指標，然後敘述五○年代煤鋼共同體到籌建共

同市場的歷史發展，特別著重從會員國──尤其是法國和德國──對參

與歐洲統合計畫所預期的獲益、國內決策環境、以及政治制度的理念來

進行梳理，俾瞭解各國政府進行合作的出發點與制度選擇之間的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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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歐國家在美國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下展開

了經濟上的合作，然而在嘗試推動歐洲統合（European integration）時卻也

發現，歐洲認同（identity）理念與國家利益之間的鴻溝既清晰、又深刻。

戰後各方所提出的各式統合方案裡，幾乎都寄望英國能承擔起領導者的角

色，人們也很難去想像一個少了英國的歐洲。然而，英國放不下身段，也

不願主動、積極推動統合，洵至一九五〇年，法國終於取而代之，扛起歐

洲先鋒的旗幟。負責規劃法國經濟重建大任的莫內（Jean Monnet），記取

了戰爭的慘痛教訓，設想解決戰後法、德宿敵的難題以及整個歐洲大陸的

前景，而將其追求和平的整合計畫落實為「舒曼宣言」（ Schuman
Declaration），並促成西歐六國煤鋼產業部門聯營，更為其贏得「歐洲之父」

（Father of Europe）的美譽（Gillingham, 2003: 16）。歐洲統合雖有了成功

的開端，接下來卻經歷了軍事及政治統合計畫的嚴重挫折，最後又柳暗花

明地轉進經濟和原子能政策的合作，奠定爾後長達半世紀繁榮與和平的基

礎。

本文擬從歷史制度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角度，對此一創建

過程進行再解釋。首先將說明本文所採取的研析架構，亦即歷史制度主義

的演進、基本觀點及其分析指標，然後敘述五〇年代法、德、義、荷、比、

盧六國著手煤鋼聯營到籌建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的歷史發展，特

別著重從個別國家──尤其是法國和德國──對參與歐洲統合計畫所預期

的獲益、國內決策環境、以及政治制度的理念偏好來進行鋪陳，俾瞭解各

國政府進行合作的出發點與制度選擇之間的關連，最後則以綜述作為結

語。

制度（institutions）指的是「一套長久而穩定的安排，其基於既定的規

則與程序，管理個人或團體的行為」（Haywood 著，2009：96），亦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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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地界定為一個社會中具規範性質的「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game in a
society）（Pierson, 1996: 126；Lindner & Rittberger, 2003: 448）。社會科學

中的制度主義（institutionalism，或稱傳統制度主義）研究途徑，通常被用

於分析政府機關或正式組織的法規、行為和實際運作，可是在五、六〇年

代，受到來自實證主義與理性選擇論對其規範性質的強烈批評。洵至七、

八〇年代，出於對行為主義的批判，反倒成為新制度主義（ new
institutionalism/ neo-institutionalism）興起的主要原因，彼等不認同單以行為

的概念便可解釋所有政府現象，由於行為也是在制度環境中發生，因此制

度因素不容被忽視（薛曉源、陳家剛，2007：2；Steinmo, 2008: 122-123；
Thelen & Steinmo, 1992: 1-2）。

除了著重傳統正式的憲法與組織結構外，新制度主義還關注「制度如

何具體化價值與權力關係，以及制度設計所會面臨到的機會和阻礙」

（Marsh & Stoker 著，2009：108）。儘管新制度主義的各式研究途徑仍有

各自的系譜脈絡和成果（Pierson & Skocpol, 2002: 694-695），但不外乎在

探討制度與行動（者）之間的關係（Marsh & Stoker 著，2009：114-116），

本文所採用歷史制度主義的分析架構亦不例外。1 根據學者 Paul Pierson
(1996: 126) 的看法，歷史制度主義具有歷史的、與制度的雙重特質：此派

學者將政治發展視為一個隨時序而開展的過程（歷史的），在此發展過程

中所產生的諸多結果及其影響，係根源於制度──不論是正式的或非正式

的規則、政策結構還是規範（制度的）。因此，從歷史制度主義的觀點來

看，政治行為者為了極大化自身（或本國）利益，會藉由制度與政策變革

來改善本身所處的環境，但若干結果可能並非出自原先之預期或期待；只

                                                 
1 Peter A. Hall 與 Rosemary C. R. Taylor (1996: 937-950) 認為至少有三種不同取向的新制

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以及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且在 90 年代被

大量運用在歐盟研究上（pollack, 2004: 141-142）。另依照 B. Guy Peters（薛曉源、陳家

剛，2007：95-96）的看法，除了上述三類外，新制度主義還包括了規範制度學派（normative
institutionalism）、經驗制度學派（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以及國際制度學派

（international regime）。Sven Steinmo (2008: 118) 則指出，儘管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一詞直到 1990 年代初才逐漸為人所熟悉，但卻早有學者以此研究途徑（approach）分析

政治與社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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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倘若在某個時間點上擷取仍在進行中的社會性過程（如 Andrew
Moravcsik 所側重的政府間談判），則只能製造出幾張靜態的特寫鏡頭（盧

倩儀，2007：85），故宜拉長時間來觀察，才不至於造成偏頗和扭曲（Pierson,
1996: 126）。

一九五一年四月十八日六國在巴黎簽署規範煤鋼聯營的條約，為前所

未有的國際合作新模式奠下法律基礎，該組織的行政部門更成為此一超國

家（supranational）統合制度的核心。在歷史制度主義的分析架構下，學者

Berthold Rittberger (2001: 674-677) 為文探討這種獨特、但相當穩定的制度

成因，亦即參與國對煤鋼聯營體制的偏好、設計和選擇（薛曉源、陳家剛，

2007：56-57）。他認為，國家對於制度的設計會受到經濟和安全（或稱政

治地位，status）動機的影響，而這兩組合作動機可用以下幾個分析層面來

進行探討──預期的獲益（expected benefits）、國內決策環境（domestic
constraints）、制度和規則偏好（preferences for institutions and rules）、以

及規範（norms）對形成制度偏好的影響，茲分別說明如下（Rittberger, 2001:
680-685）。

不論是基於經濟或安全利益，國家期待從制度化的區域合作裡獲得什

麼好處？應該如何解釋各國同意由超國家機關來代理其國家主權上的權力

（sovereign powers）？儘管二次戰後仍面臨著安全上的高度威脅，為何

居於戰勝國和佔領國有利地位的法國會率先提出超國家統合組織的構想？

Andrew Moravcsik 曾經指出，假如經濟統合被認為能夠帶來正面的地緣政

治外部效應（positive geopolitical externalities），則政府會傾向採取統合

路徑，反之則否（1998：27-29）。接續著這層戰略考量因素，Rittberger
進一步引用 John G. Ikenberry (2001) 的看法認為，在主要的國際性戰爭或

危機過後，「戰勝」國必定會想方設法確保其權力地位；假設勝出的強國

意識到，其戰後的優勢地位──就中長期來看──將遭受威脅，則彼等將

尋求戰略性的國際合作，並在這套體制裡保有強權地位和優勢。因此，經

濟統合的目的也許是為了達成安全上長期的目標，儘管必須做出經濟和貿

易上的讓利，也會堅持到底。不過，Rittberger 對這個論點做了補充，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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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強國經過對本身國力的衡量和評估後，在戰後局勢的安排上可供選擇的

策略和作法包括：(1)充分運用現有的權力優勢以追求當下的利益；或是 (2)
將現有的權力優勢運用在制定可長可久的制度上，惟必須做出必要的犧牲

和讓步。倘若不能事先釐清哪些部門要進行合作、以及獲益如何分配等問

題，即使預期合作會帶來經濟上的好處，各國仍不太可能貿然同意限縮主

權行為的安排（2001：681-682）。

國內的決策環境對政府合作偏好之形成有著何種影響？決策者及其政

府在國內的政治地位是否穩固，包括有無受制於利益團體的強大壓力或是

反對黨的掣肘、以及是否為了實踐競選諾言和政策目標而被壓縮行動自

由，凡此皆可能影響政府對外談判的立場和對制度選擇的決定。先以經濟

角度來看，一個經貿表現亮眼的國家與一個面臨產業結構調整的國家，兩

者在參與國際談判時的著眼點和重心勢必有著相當大的差異。倘若國內生

產者的競爭力獲得提升，為進一步增加就業和出口機會或是強化公眾對政

府的支持度，該國會堅持貿易自由化的路線，並確保經濟合作制度能獲致

此政策效果。再從以政治或安全為出發點的合作偏好來觀察，國內地位穩

固的政府進行制度合作的意願和可能性較大，且承擔政策與合作風險的能

力也比較高（Rittberger, 2001: 682）。職是之故，不管是出自政治還是經濟

動機的合作，一國國內決策環境之囿限與否、及其範圍和強度大小，在在

牽制著政府在對外協商及給予制度承諾的決定空間。

合作偏好與制度偏好兩者間的連結關係為何？國家如何權衡憲法層

次的問題與利益分配的難題？合作的動機又是如何轉化為對制度的偏

好？Rittberger 指出，倘若政府主要出自經濟上的考量進行合作，則它在意

的是明確界定的部門、議題及合作成果，也會比較願意賦予該國際機構超

國家的特質，如在特定領域採取多數決、或是賦予行政部門相關的提案權

與制訂規範的權力。換句話說，著眼經濟利益的政府，會專注在哪些議題

領域要納入合作架構、以及決策機關的權力分配等問題。倘若政府主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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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治或安全上的動機進行合作，則它在意的是具有約束和規範力量的整

體制度設計，並且會專注在較高層、敏感的安全政治議題，經濟或其他部

門的統合只是牽制相互承諾的手段；亦即著眼政治或安全利益的政府，會

專注在哪些原則和機關可作為合作的架構、以及如何建構合作義務等問題

（2001：683）。職是之故，惟有在清楚界定的項目、且經濟或是政治獲益相

當明確的合作領域，參與國才可能交付主權上的權力以進行共同治理。

「規範」係在何種程度上影響著行為者對制度設計的偏好？有學者研

究指出，政治行為者若是無法推知合作架構可能帶來的結果，他們將會倚

賴所熟悉的信念或規範來設計國際體制，這也是為何著重安全利益的國家

會比較傾向採取此一途徑。對這類國家而言，規範具有指標的作用，指引

決策者界定對體制結構的偏好（Schneider, 1977）。相反地，出自經濟動機

而進行合作的國家，由於已經有了相當徹底的成本與效益分析，規範（自

變項）對其形成體制偏好（因變項）的影響較小（Rittberger, 2001: 684）。

就內容而言，前述第三項和第四項分析層面有著若干重疊，亦即在有

關制度建立或改革上，政治行為者（也可以是政府或國家）的基本想法也

扮演著關鍵的因素。在對歷史制度主義進行修正補充時，Johannes Lindner
與 Berthold Rittberger (2003: 449-450) 引用 Calvin Jillson (1988), Viktor
Vanberg 與 James Buchanan (1989: 49-62) 的經驗研究指出，政治行為者的

決定不單單只考量到現實利益，信念（convictions）或理想也會左右其選擇；

尤其是在設計憲政規範時，人們對於整套制度運作的根本信念或理論，更

是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本文亦改採「政治制度的理念」（polity ideas）
來總括上述主張和第三、四項分析層面，依據 Markus Jachtenfuchs, Thomas
Diez 與 Sabine Jung 等學者的界定，「政治制度的理念」係指政治體系中的

成員對制度應如何運作的信念，且這些信念並非一成不變，而是可能因不

同的行為者、團體或時空環境而有所差異（1998：413）。



政治科學論叢∕第四十六期∕民國 99 年 12 月 7

二次大戰末期，法方便力促西方盟國，為免德國有能力再度發動戰爭，

戰後應將其工業與能源的重心──位處西部的萊茵區（Rhine）和西南部的

薩爾區（Saar）── 自德國管轄切割開來，並由國際共同監督魯爾（Ruhr）
工業區的煤鐵生產（葉陽明，1999：38）。在巴黎政府的提議下，一九四

八年六月七日所發表的六國倫敦會議公報裡，美國、英國、法國、荷蘭、

比利時和盧森堡共同宣示將成立「國際魯爾公署」（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Ruhr，簡稱魯爾公署），期能透過該組織在產銷供需上的管理調配，確

保德國魯爾地區所產的煤、鐵資源用於和平用途以及歐洲的經濟復興（張

維邦，2003b：45-51）。在建立自由、民主並採行聯邦制度的德國之前，

其代表權暫由西方佔領國的軍事指揮官聯合代為行使。翌年四月二十八

日，國際魯爾公署於德國杜塞爾多夫（Düsseldorf）正式成立，法國則藉人

事任命掌握較大主導權。

未久，一九四九年九月二十日艾德諾（Konrad Adenauer）出任德意志

聯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首任總理，英、美、法三強隨

即於隔天宣布結束對西德的軍事統治（柏林除外），代之以「聯合高級委

員會」（Allied High Commission），俾繼續代行西德若干最高國家權力如

外交、外貿、裁軍及魯爾區之管理。此時，戰後西歐基本生活物資短缺的

問題已漸獲控制，而魯爾公署的功能也常與聯合高級委員會的管轄範圍有

所重疊，使得英、美兩國開始質疑前者存在的必要性。面對紛至沓來的盟

邦壓力，此時的法國亟需尋覓替代方案，來取代不討喜的魯爾公署（Brunn,
2005: 77）。

在莫內的積極籌畫倡議下，一九五〇年五月九日法國外交部長舒曼

（Robert Schuman）在記者會上做出重大宣示：

歐洲之建立非一蹴可幾，亦無法透過簡單的湊合來達成，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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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具體的現實中先行創造行動的團結意識。欲追求歐洲國家之統

一，就得先消弭法國與德國百年來的對立，因此德、法必須聯手

踏出這第一步。（……）法國政府建議，將法、德兩國煤鋼之生

產全置於共同的最高監理官署之下，該組織並開放其他歐洲國家

加入。

舒曼接著表示，藉由關鍵戰略物資之聯營，不僅讓法、德之間不再發生戰

爭，同時也是逐步邁向經濟共同體的先導；而最高公署之決議對所有參與

國具有拘束力，此將成為奠定建立歐洲聯邦（European Federation）的基石

（Schuman, 1950: 14）。

六月二十日，來自法國、德國、義大利、荷蘭、比利時和盧森堡等國

代表在巴黎召開政府間會議（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針對如何落

實舒曼所提之統合計畫展開談判。一九五一年四月十八日，六國在巴黎簽

署「成立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亦稱巴黎條約）。條約於翌年七月二十三日正式生效，

明訂為期五十年。八月十日歐洲煤鋼共同體在盧森堡掛牌運作，其主要任

務乃在煤鋼共同市場之基礎上，「促進經濟擴張，提升會員國之就業與生

活水準」（條約第二條）。因此必須消除會員國之間煤鋼產品的關稅與貿

易障礙，先建立起煤鋼自由貿易區，接著統一對第三國的關稅稅率，形成

初步的關稅聯盟。

vs.

灱

當初莫內將法、德煤鋼聯營計畫呈給總理畢多（Georges Bidault）之

時，雖只得到冷淡的回應，但是對舒曼的外交部門而言，由於英國絕無可

能同意超國家的制度安排，2 法國正可藉此確保其在歐洲大陸的強國與領

                                                 
2 例如英國希望廢除功能重疊的國際魯爾公署，而把相關的重要事項提交到「歐洲經濟合

作組織」（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來討論，以便在一致決的表

決中享有否決權，來代替魯爾公署的條件多數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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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地位。此外，西方佔領國預計在一九五〇年五月十一日召開外長會議，

英、美將提議鬆綁對西德鋼鐵之生產規範，並解除部分對德國主權的限制，

兩國也不斷主張應儘早讓西德參與軍事防禦任務。法國所面對的危機是即

將失去對德國的操控權，整個情勢的急迫性讓舒曼意識到事不宜遲（Loth,
2007: 40）。選在外長會議召開的前兩天，也就是五月九日早上，舒曼才將

一直保密的完整構想提交內閣會議討論，同時派專人致送親筆信函予西德

總理；在獲得內閣與艾德諾的支持後，舒曼隨即於下午公開宣佈這個被後

世稱為「舒曼宣言」（或「舒曼計畫」Schuman Plan）的聲明。

身負戰後國家重建任務的艾德諾政府，其政策主軸在於鞏固民主憲政

體制、重獲完整主權、以及建立與西方的緊密聯盟關係，對於國際魯爾公

署的管制，波昂認為受到片面不公平的歧視待遇，主張也應擴及法國、義

大利和荷、比、盧的工業生產（Schukraft, 2010: 18-19）。所以就艾德諾政

府來說，舒曼計畫首度將剛成立不久的聯邦德國視為一個平等的伙伴，可

助波昂走出國際孤立，緩和兩國因薩爾問題所形成之僵局，並卸除魯爾公

署對西德重工業所加諸之歧視與限制。鑑於歐洲統合有利德國重獲主權、

提升在歐洲的地位以及德、法之和解，即便舒曼在最後一刻方予告知計畫

內容的作法不符國際外交常規，艾德諾仍立即給予巴黎正面回覆（Brunn,
2005: 79-80）。而基於與德、法經貿往來密切以及地緣戰略等因素，比利

時、荷蘭、盧森堡和義大利決定加入該項統合計畫。

牞

回顧一九四五年納粹政權土崩瓦解後，法國躋身四強之列，要求嚴厲

處置戰敗的德國，使其永無能力再度發動侵略戰爭。但隨著東西對峙局勢

趨於緊張，法國也清楚本身在經濟和軍事權力上的衰退（Rittberger, 2001:
686），一味貶抑、裂解德國的作法不得不改弦更張，乃試圖聯合英國來主

導歐洲事務。不過，無論透過雙邊或多邊的聯盟計畫，始終未能真正動搖

倫敦政府的歐洲政策原則──堅持政府間的合作，而非法國所主張的超國

家性質（Dedman, 1996: 36-54）。到了一九四九年，法國再也無法攔阻英、

美建立聯邦德國的行動時，法國政府也開始積極構思因應對策。

負責規劃法國經濟重建的莫內，早在一九四五年底提出法國第一經濟



歐洲共同體創始階段之歷史制度分析：經濟與安全的權衡 鍾志明10

計畫時，便將煤礦與鋼鐵部門列入六大基本經濟建設的重點發展目標（張

維邦，2003a：118-129）。他清楚知道，即使以德國西部為範圍，其整體產

能和經濟水準一旦恢復，仍非法國所能匹敵。為消除法國工商業對德國重

新立於強勢地位之憂慮，考慮將德、法的重工業聯合起來成為共同市場，

以相同條件提供兩國（及其他參與國）煤鋼所需，規劃共同的外銷出口策

略，拉近工資與福利待遇，撤除關稅與非關稅障礙，齊一價格與運輸規範。

藉由市場上立於平等基礎的競爭壓力，法國工業也將被迫進行必要的現代

化和轉型（Dedman, 1996: 58-61）。

在舒曼召開記者會、公布計畫後，多數法國公務員支持歐洲區域的合

作，雖不贊同超國家的統合途徑，但反對聲浪不大（Parsons, 2002: 59-60）。
艾德諾則在西德擁有政策主控權，反對黨和利益團體對政府行動尚不構成

太大壓力（Wegs & Ladrech, 1996: 84-85）。此外，儘管舒曼宣言中聲稱，

擬議中的組織將開放給其他歐洲國家參與，但冷戰格局事實上已排除了東

歐國家，而英國、北歐和中立國家在當時均無法接受主權權力讓渡，至於

西班牙則仍處在佛朗哥（Francisco Franco）政權的專制統治，猶如被隔絕

於歐洲社會之外。

犴

政府間會議談判一開始，法國代表團便由莫內領銜提出條約草案，建

議在共同體內設立三個機關：高級公署（High Authority）、共同大會

（Common Assembly）和法院（Court of Justice）。以美國於一九三三年所

成立的田納西河谷管理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為典範，莫內希望

建立超然獨立的技術官僚統治，故賦予高級公署立法與行政大權，而共同

大會僅具諮詢功能。然此議卻遭到其他代表團──尤其是荷、比、盧──

的反對，彼等擔心法、德兩國在高級公署內將佔有支配性的優勢地位。後

來經過妥協，六國同意再增加一個代表政府立場的機關──即部長理事會

（Council of Ministers），以平衡高級公署的超國家權力（Stirk, 1996:
123-124）。高級公署乃整個共同體運作的核心機關，負責落實條約所訂之

目標，由會員國政府相互同意任命的九名成員組成（法、德、義各兩名，

荷、比、盧各一名），完全獨立運作，莫內將出任首任主席。部長理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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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司經濟政策協調，必要時得以多數決通過支持高級公署的行動方案，其

決議對全體會員國具有拘束力。共同大會則由各國國會選派議員代表出

席，僅能聽取高級公署的報告並提出建議。發生條約適用上之爭議時，共

同體內各機關、會員國、自然人與法人皆可向共同體法院提起告訴、或要

求解釋和裁判。

舒曼計畫不僅成功轉化了圍繞著國際魯爾公署的爭議，標誌著二次戰

後法國對德政策的改變，也是建構歐洲方法上的重大轉向（Gerbet, 1989:
46），其意涵及影響皆極為深遠。儘管歐洲煤鋼共同體並未完全實現莫內

的構想和期待（Gillingham, 2003: 22），但畢竟在戰後終於設立了一個由歐

洲本土力量所催生的超國家組織，歐洲意識有了一個明確指涉的對象，也

產生一批以共同體利益為先的歐洲公務員，而六國的煤鐵生產、貿易與外

銷皆大幅增長，這些都奠定了會員國進一步推動統合的基礎和意願。

一九五〇年六月二十五日北韓軍隊大舉南侵，美國靠著聯合國（United
Nations）的授權介入韓戰，不僅使得冷戰氣氛在歐洲更形緊張，許多人也

憂心西德可能遭遇來自東邊的入侵，因一旦西歐與蘇聯爆發軍事衝突，美

國勢將無法充分支援剛成立不久的北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簡稱北約組織）。在此之前，美國早就有意促成西德

重整軍備，如今更顯刻不容緩。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乃於九月

中旬在紐約所召開的北大西洋理事會（North Atlantic Council）上正式向盟

國提議，應儘速讓西德擁有自己的軍隊，並加盟北約組織，以提高西方整

體防禦能力（Fursdon, 1980: 78-86）。

一個多月後，法方提議建立歐洲防禦共同體（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並組成一支納入德軍的歐洲部隊（Fursdon, 1980: 88）。美

國原希望西德能儘快分擔北約防務，認為法國似乎欲藉防禦共同體計畫拖

延德國重建戰備，英國和其他盟國也普遍不看好此歐洲部隊之效率與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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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儘管有諸多質疑聲浪，在美、法兩國妥協下，一九五〇年十二月北

大西洋理事會仍通過法國提案，同意召開會議討論組織超國家的歐洲部

隊。一九五一年初，建置北約指揮下的德國戰鬥部隊以及獨立的歐洲軍隊，

同時在波昂與巴黎展開多邊談判。

為了阻撓西德重整軍備以及波昂與西方的進一步整合，一九五二年三

月十日蘇聯發動外交攻勢，提議四強佔領國進行談判並締結條約，讓東、

西德統一，但維持其非軍事化和中立地位。對於這項提議，艾德諾與西方

三強皆予拒絕，反而加速磋商修正後的共同防禦計畫（Dinan, 2004: 60）。

最後，美、英、法三國與西德於一九五二年五月二十六日在波昂草簽「德

國條約」，其中第十一條第二項明定，該條約應由簽字國存放批准書後，

並在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生效日同時生效。隔天（五月二十七日），煤鋼

共同體六國外長齊聚巴黎，聯合簽署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然而，西德卻

因國內政治和憲法上之爭議，一直拖到一九五四年三月底方完成條約之批

准。在國內外環境丕變的情形下，八月三十日法國國民議會以三一九票對

二六四票否決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在投下反對票的極右派和共產黨議員

高唱馬賽進行曲的亢奮和喧擾聲中（Fursdon, 1980: 296-297），歐洲政治共

同體（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條約草案亦胎死腹中。

為恢復西德主權、分擔西歐防務所設想的歐洲防禦共同體計畫失敗之

後，英國於九月底、十月初，主動邀請美國、加拿大與共同體六國至倫敦

商議替代方案，各國允諾在北約與布魯塞爾條約（Brussels Treaty）架構下

讓德國重新建軍（Gerbet, 1989: 37-38）。3 英國的提議，既可讓德國與義

大利參與西歐的防衛，而且也避免掉超國家的解決途徑。十月二十三日各

國再度齊聚巴黎，正式同意德國與義大利加入北約與布魯塞爾條約，並調

整後者的組織結構，除更名為西歐聯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外，且

整合入北約組織架構之中（吳東野，1994：65-66）；法、德兩國並簽署薩

爾協定，擬讓薩爾區從自治到擁有獨立的地位；美、英、法三強則與西德

                                                 
3 正式名稱為“Treat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llaboration and Collective Self-

Defence”，係 1948 年 3 月 17 日由英、法、荷、比、盧等五國於布魯塞爾所簽署的共同

防禦條約，其前身則為英、法兩國於 1947 年 3 月 4 日在敦克爾克（Dunkirk）所簽署的

“Treaty of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 UK and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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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經修正後的德國條約，結束對西德的佔領狀態，但仍保留部分最後的

權利（張亞中，1999：219-220）。以上統稱之巴黎協議（Paris Agreements）
於一九五五年五月五日生效，德軍無條件投降十年後，西德終於重獲主權，

五月九日正式加盟北大西洋公約組織。蘇聯則趁此借題發揮，與東歐七國

在五月十四日成立華沙公約（Warsaw Pact）組織作為對抗。

vs.

灱

毫無疑問地，歐洲防禦共同體計畫之提出與實現，乃出自安全與政治

上的考量。韓戰爆發後，莫內擔心西德會對才剛開始進行談判的煤鋼共同

體失去興趣，甚而導致整個歐洲統合偏離其所設想的軌道，另一方面也顧

慮到，若把德軍置於等同於美國的北約統轄底下，則法國將失去對德國的

掌控，所以召集幕僚規劃軍事統合方案，獲得總理布雷溫（Renè Pleven）
的大力支持，主張設立歐洲聯合的政治、軍事機構來統領一支歐洲部隊。

在波昂方面，儘管艾德諾數度公開論及西德參與歐洲防禦的可能性，但在

密件的備忘錄中，他希望以此交換廢止盟國所加諸的種種佔領規章。此外，

依布雷溫計畫，須俟煤鋼共同體條約簽字後才展開籌組歐洲部隊事宜，似

乎無視德國建軍之急迫性。最後艾德諾也預估，德國國防軍初期規模將不

致太大，若一一納入歐洲部隊，德國自己可運用之兵力將所剩無幾。在法

國多次催促後，艾德諾方在波昂聯邦議會（Bundestag）對布雷溫計畫謹慎

地表示歡迎（Brunn, 2005: 91-92）。

對西德而言，建立聯邦軍隊並加入北約成為平等的一員，自比籌組歐

洲部隊來的迫切和重要，因此對恢復國家主權的談判著力甚深。起初各國

仍為歐洲軍隊的超國家制度安排爭辯不已，加以西德認為受到歧視而意興

闌珊，協商進度極為緩慢。後來，莫內提醒華盛頓推動重建德國部隊倘操

之過急，恐將引起歐洲盟邦的不安、甚至敵意，且在法國毫無通過之可能。

美國於是轉向艾德諾政府施壓，將歐洲聯合部隊與德國建軍和恢復主權議

題綁在一起，方才使談判重回正軌（Brunn, 2005: 92-94）。而原先參與巴

黎會議的國家僅法國、西德、義大利、比利時和盧森堡，荷蘭遲至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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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十月才派全權代表出席，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依賴美國安全保障，並

不願見到西歐軍事的自主和接下來可能必須負擔的龐大軍費。

牞

在各國內政限制因素方面，首先要提德國批准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之

過程多舛。在野黨堅決反對該項條約，民間不贊成重新建軍的聲浪亦排山

倒海而來，更有人以條約涉及國防與兵役等國家權力之轉讓，恐有違憲之

虞，而訴請聯邦憲法法院解釋（Schukraft, 2010: 33）。逮一九五三年三月

聯邦議會三讀通過後，總統赫斯（Theodor Heuss）卻以該約爭議甚大以及

九月即將舉行大選為由，未立即在條約案上簽字。直到選後的新聯邦議會

中，右派執政聯盟取得超過三分之二的席次，於是增修基本法（Basic Law）

三項條文（第七十三、七十九、一百四十二 a 條），徹底解決條約違憲之

爭，一九五四年三月二十八日西德總統完成國內最後的條約批准手續。

然而，從一九五〇年布雷溫提出計畫後已過了數年，歐洲乃至世界局

勢均有重大變化；單在一九五三年間，先是史達林死亡，接著韓戰宣布停

火，東西方緊張關係稍獲緩和。在許多法國政治人物眼中，防禦共同體的

軍事需求顯得不再迫切（Harbrecht, 1978: 23），特別是美國將核武納入防

衛歐洲的戰略計畫當中，巴黎不應在此時因提升西歐整體防禦能力，導致

美國降低在歐駐軍。再者，法國第四共和政府更替頻仍、內政和外交進退

失據，也讓條約批准過程憑添許多不利因素：諸如政局不穩、經濟不振、

越南戰事失利、殖民強國地位不保、民族主義沸騰以及對德國的敵意未消

等。尤其是防禦共同體條約若想在法國國民議會獲得批准，就必須要有社

會黨議員的支持，而社會黨堅持必須先確立歐洲未來超國家的政治結構，

以便能監督指揮防禦共同體，此議雖然獲得義大利的支持，卻仍造成法國

與荷蘭在應否擴及經濟統合的議題上相持不下。此外，防禦共同體支出將

佔據法國總預算將近四分之一，勢必排擠軍方全力發展核武所需之經費

（Gillingham, 2003: 30；Stirk, 1996: 130）。

由於法國國會不斷提出貶抑德國軍力和地位的要求，作為批准防禦共

同體條約的先決條件，身兼外長的法國總理孟德斯‧法朗士（Pierre Mendès-
France）為了爭取國內各方更多的支持，曾於一九五四年八月在布魯塞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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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召開的六國外交部長會議上，嘗試提出實質修改條約的意見（Fursdon,
1980: 281-283），並要求與艾德諾商談薩爾地位的問題（Harbrecht, 1978:
24-25），但分別遭到荷蘭與德國的拒絕，會議未能達成任何妥協，也導致

巴黎政府無力在國會裡掌握過半票數（Parsons, 2002: 64），歐洲防禦與政

治共同體計畫雙告失敗。

犴

當美國正式提案要求儘速讓西德擁有自己的軍隊，歐洲盟邦莫不受到

相當大的震撼（Dinan, 2004: 58）。在無法公開抗拒華盛頓主張的情況下，

西歐唯有找出適切的解決方案，既能符合美國的期望與利益，也得以避免

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再度興起。時為國會議員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於一九五〇年八月十一日歐洲理事會（Council of Europe）開會時提議，將

未來的德軍置於北約或是歐洲部隊統轄之下，獲得議員大會支持並通過決

議，要求各國立即籌組歐洲部隊，統一接受歐洲國防部長之指揮。然此議

明顯違反歐洲理事會章程第一條第四項之規定──國家防務非該組織之職

權範圍，故旋即為部長會議所否決。後經莫內的籌畫，並獲得西歐國家的

支持，決定仍循煤鋼共同體的超國家統合路徑，來完成西德重整軍備、盟

邦安全獲得制度保障的目標。

根據所簽署的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會員國同意合組四十個師的歐洲

部隊，法國佔其中的十四個師，西德佔十二師；所有西德戰鬥單位皆一併

納入統一指揮之下，其他國家則只需將其部分軍力編入歐洲部隊，同時也

可繼續擁有自身的國防政策。防禦共同體有共同的軍服和預算，但各國自

行徵補與訓練官兵。在共同機關方面大體仿效煤鋼共同體，設置九人所組

成的行政執行委員會，所有重大事項──如軍備──則由部長理事會以全

體共識決定，此外也同樣設有共同大會，但部隊指揮單位卻置於北約總部

之下（Fursdon, 1980: 41；Dinan, 2004: 60）。

另根據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第三十八條之規定，共同大會應研擬一個

聯邦或邦聯架構，俾將歐洲統合現有或擬成立的各式組織統整起來。歐洲

煤鋼共同體條約甫於一九五二年七月二十三日生效，部長理事會隨即在九

月十日通過決議，責付共同大會於六個月內研擬完成歐洲政治共同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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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由於歐洲防禦共同體條約根本尚未批准生效，莫內於是和共同大會

主席史巴克（Paul-Henri Spaak）想出解套辦法，即讓煤鋼共同體共同大會

以防禦共同體的特別代表大會身份來開會，在一九五三年三月十日便以無

異議通過歐洲政治共同體條約草案（Brunn, 2005: 95-96）。該項條約草案

把政治共同體定位在聯邦與邦聯之間，整合煤鋼及防禦兩個共同體，並設

置共同機關：包含參、眾兩院的議會、行政委員會、部長理事會、法院以

及經濟暨社會理事會。六國政府對此項條約草案之內容仍存有諸多歧見，

各國同意將有關政治共同體的談判，延至防禦共同體條約批准後再行展開

（Cardozo, 1989: 57-61），詎料隔年八月底法國國民議會之決議為此劃上了

休止符。

為了不讓統合動力因防禦共同體計畫失敗而中斷，煤鋼共同體大會於

一九五四年十二月初通過決議，指派一特別委員會，研究強化共同體的權

力與擴大共同市場的範圍。以當時歐洲受原料缺乏、能源短絀之苦，對於

原子能的開發研究勢在必行，而核能工業也才剛起步，需要投入大量資金

與技術，如何確保供和平使用，更須加以規範和共同監督，莫內認為原子

能領域不失為下一階段統合的絕佳目標。延續莫內的想法，比利時外長史

巴克於一九五五年四月初致函各國，建議將煤鋼共同體的權限擴大到其他

能源以及相關的交通運輸部門（Lieshout, 1999: 151）。

緊接著，曾在政治共同體計畫研議期間便主張擴及經濟政策統合的荷

蘭外長拜揚聯合比利時與盧森堡的同僚，共同於五月十八日向德、法、義

三國提出一份備忘錄，建議設立關稅聯盟、共同市場與原子能監理機關、

規劃歐洲運輸網、以及調和社會安全立法（Stirk, 1996: 136-137；Lieshout,
1999: 152）。荷、比、盧之提議皆攸關國家財經的根基與運作，牽涉範圍

廣泛而複雜，各國利益雖未盡相同，然因這份備忘錄關係到歐洲統合能否

有新的突破和進展，故普遍持審慎樂觀態度。一九五五年六月一日至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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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義大利麥錫那（Messina）舉行煤鋼共同體外長會議，六國對於備忘錄裡

的建議即便意見相左，但最後仍決定任命史巴克主持一政府間代表暨專家

委員會，就相關問題進行研究並預籌談判事宜。4 翌年四月二十一日完成的

「史巴克報告」建議成立工業與農業產品的自由共同市場，撤除關稅及貿

易障礙，並支持設立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至於擴大其他部門領域之統合，報告認為將遭遇現實上難以

克服之障礙。同年五月二十九日六國外長在威尼斯開會，同意以史巴克報

告作為政府間會議談判的基礎（Küsters, 1989: 84-88）。

歷經十個月艱苦的協商，一九五七年三月二十五日六國在羅馬簽署歐

洲經濟共同體條約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各國記取了歐洲防禦共同體

條約失敗的經驗，在談判期間便致力說服國內各方勢力，因此簽約後莫不

力促國會加速討論。不到九個月內，德國、法國、義大利、比利時、荷蘭

和盧森堡國會便先後批准通過，經濟與原子能兩項共同體條約於一九五八

年一月一日正式生效。西歐六國在羅馬所簽署的兩項條約中，無論就統合

之廣度、深度或重要性來衡量，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都遠超過原子能共同

體條約。單以政治意涵而論，前者在許多人眼中是為邁向聯邦歐洲所奠下

的基石，一如條約序言所示──會員國「決心持續建立歐洲人民間更為緊

密聯盟（an ever closer union）之基礎」，可謂對於未來的發展預留一個動

態、開放的空間。第二條條文提到共同體的任務在於：「透過共同市場之

建立和會員國經濟政策之逐步調和，促進共同體內經濟活動之和諧發展與

持續均衡之擴張，強化穩定並加速提升生活水準，以及增進共同體會員國

間更緊密之關係」。5

                                                 
4 在麥錫那會議上，會員國外長也同意由梅耶（René Mayer）接替莫內出任高級公署主席一

職。1955 年 6 月 11 日莫內正式離職後，隨即在 10 月間成立了「歐洲合眾國行動委員會」

（Action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繼續宣揚統合歐洲的理念。
5 歐洲經濟共同體也因此被習稱為歐洲共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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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灱

由於歐洲防禦共同體與歐洲政治共同體計畫遭遇挫敗，加上與法國

新、舊任政府理念不合，莫內於一九五四年十一月表達辭去煤鋼共同體高

級公署主席職務的意願。他堅信，歐洲統合一旦啟動之後，就必須持續保

持前進，否則將危及既有整合成果與整個過程（Fontaine, 2000: 22）。因此

在接下來半年的請辭待命期間，莫內仍苦思對策、以繼絕扶傾，並與志同

道合的比利時外長史巴克以及荷蘭外長拜揚（Johann Beyen）接力推動下一

波的整合計畫。

歐洲煤鋼共同體成立後不到半年，便已撤除會員國間煤、鋼、鐵礦和

廢鐵的關稅，並取消彼此進口數量上之限制，一九五三年二月國際魯爾公

署亦吹起了熄燈號。經由徵收煤鐵生產之規費與借貸，煤鋼共同體擁有自

主財源，得以用來協助產業的現代化和轉型、改善工人生活與工作條件、

以及興建勞工住宅等（Brunn, 2005: 86）。莫內的基本想法符合功能主義的

論點（Haas, 1958），即以煤鋼聯營經驗為師，重回部門整合的路線，也就

是在清楚界定的有限範圍內、且具有共同利益的事務領域推動統合，如此

便可在不久的將來把西歐團結起來。

對於史巴克報告所提議撤除關稅及貿易障礙的自由市場和能源政策的

合作，荷、比、盧與義大利四國皆表示歡迎與願意配合推動之意。法國雖

未反對農工產品的共同市場，只因擁有不少國營企業，並以諸多措施保護

國內產業免於市場競爭，爰主張先行籌設原子能共同體。持自由貿易路線

的西德政府則堅持經濟共同體必須與原子能共同體併案處理、同時進行協

商，波昂將以全有或全無的方式簽署兩項條約（Küsters, 1989: 84-88）。儘

管如此，各國同意以史巴克報告作為接下來政府間談判的基礎，並賦予「歐

洲重新出發」（re-launching of Europe）的意涵（Gillingham, 2003: 34），足

見在共同防禦及政治統合計畫大躍進功敗垂成後，所有會員國仍有意願進

一步推動經濟上的統合，惟對於政策細節和制度安排尚須給予明確之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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牞

法、德等六國在一九五六年六月底展開有關經濟共同體的政府間談

判，但一開始就因各國堅持本身立場而遭遇困難。對於法國一再試圖對自

由市場競爭規範設下重重例外和保障，並要求平衡會員國福利支出、縮短

工時、調和薪資水準等措施，讓德國主談的經濟部長頗感不耐，以致磋商

瀕臨破局。就當時的歐洲與國際局勢而言，德、法雙邊關係因十月底兩國

簽署有關薩爾最終地位──成為聯邦德國之一邦──的協定而顯得友好，

但英、法捲入蘇伊士運河危機，而東歐的匈牙利正發生抗暴革命事件，蘇

聯欲轉移國際社會對其出兵鎮壓的關注，甚至威脅不惜動用核武解決運河

危機，法國同時也為來自華盛頓要求自埃及撤兵的最後通牒而焦頭爛額。

在強大的國際壓力下，英、法兩國最後被迫停火並撤除軍隊。法國朝野受

此重大外交失利之衝擊甚深，多體認到有必要團結歐洲國家，以避免過度

依賴美國，並對抗兩大超強利益、提升歐洲整體對國際政治的影響力，尤

其是法國經濟的現代化更須加緊腳步推動。因此，法、德原先在共同市場

運作方面的爭議很快就找到妥協方案，使得六國談判得以繼續進行。隨後

的東、西德貿易暨法、義、比、荷四國海外領土與共同市場關係之安排、

以及農業預算和理事會投票權等問題，皆在各國相互讓步的情形下獲得迎

刃而解（Küsters, 1989: 88-91；Brunn, 2005: 111-118）。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五年六國曾邀請英國參加史巴克委員會的討

論，但是倫敦方面僅派出觀察員與會，至十一月間則正式致函六國，說明

擬議中的共同市場與其一貫主張的自由貿易原則相違背，且不符其與大英

國協成員間的利益關係，因此英國政府決定不參與該項計畫，甚且主張應

強化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功能（Harbrecht, 1978: 36）。隨後，眼見六國共

同市場初具架構藍圖，歐洲經濟合作組織部長會議在一九五六年六月下旬

通過英國提議，成立小組研究建立歐洲自由貿易區（Free Trade Area）的

可行性。從該年七月起至一九五八年十一月各國也陸續進行了相關協商，

後因歐體六國決定不參與大自由貿易區的設立，英國乃於十一月中旬宣告

談判中止（Maurhofer, 2001: 67-74）。由此可再度證明，六國在簽署羅馬

條約時，絕非將經濟利益視為唯一的目的，而是認同舒曼宣言中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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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步驟，亦即煤鋼或經濟共同體的具體成效，不僅可以逐步吸引其他國

家的參與，更可作為未來邁向政治統合的基礎（Harbrecht, 1978: 39）。

犴

儘管六國強調建立共同市場之目標，然而羅馬條約內容最核心、規範

最為清楚的部分仍屬關稅聯盟，在十二年的期限內，六國間必須完全撤除

相互的關稅與進出口數量之限制，釐訂對第三國的共同關稅稅率；而在貨

物、資金與勞務的共同市場中，勞工、事業體與服務得以自由流動；此外，

貿易、競爭、農業與交通運輸部門應制定共同政策，協調各國景氣、經濟

和金融措施，調和賦稅與社會政策，並調整會員國相關法規使之趨近於相

同標準。條約設置三大財政工具，6 以協助共同體達成其任務。

歐洲共同體雖擁有諸多國家的功能，但其政治制度並非基於傳統的三

權分立原則。歐洲經濟共同體所屬機關大體仿效煤鋼共同體設置，然其中

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之決策單位是代表會員國政府利益的部長理事會，而

煤鋼共同體之決議與運作核心乃高級公署，代表共同體超國家的利益

（Dedman, 1996: 95），此官署在經濟與原子能共同體條約中則被改稱為執

行委員會（Commission，簡稱執委會）。執委會成員共九名，由各國政府

相互同意任命，任期四年。條約賦予執行委員獨立自主的地位，在執行職

務時，不得接受來自會員國政府之訓令。執委會擁有立法提案的專屬權，

以確保係以整個共同體之利益為考量，提案先送共同大會聽證，再交由理

事會議決。作為行政機關，執委會有義務主動落實條約規定，並依理事會

之決議訂定施行細則；而作為共同體利益之保護者，執委會也有責任監督

條約或機關決議是否確實被執行和遵守，倘發現會員國違反條約規定時，

執委會得要求其限期說明和改善，必要時得訴請共同體法院裁決。

依討論議題之性質，各國政府派遣內閣成員（部長）出席理事會，擁

有共同體各項政策的立法權，得制訂所有會員國一體直接適用之「規則」

（Regulation），或通過可由當事國自行採必要手段以完成所指定事項之「指

                                                 
6 分別為歐洲社會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以及歐洲發展基金（European Development Fund）（Harbrecht, 1978: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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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Directive）。共同體成立之初，理事會中之決議採一致決，意即每個

會員國皆具有否決權，但在關稅減讓進入條約所設定之第三階段後，則應

以簡單多數或條件多數為表決之原則。法國、德國、義大利在理事會中皆

擁有四票，荷蘭及比利時各有兩票，盧森堡則僅有一票；但為使大國與小

國能相互制衡，表決時須在總票數十七票中獲得十二票、若干狀況下還必

須同時包含四個會員國，法案才算通過條件多數決之門檻。

除了得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數要求執委會下台外，條約並未賦予共

同大會實權。由會員國國會選派成員所組成的大會，得討論執委會立法提

案、理事會提出的預算案或其他共同體事務，亦可做成相關建議，但對前

兩個機關都不具約束力（Dedman, 1996: 96）。此外，延續煤鋼共同體之前

例，經濟共同體條約亦設有經濟暨社會委員會，由來自工商業、農業、勞

工及自由業等利益團體的代表組成，提供共同體機關專業的諮詢意見。法

院則負責條約的統一解釋及適用，對於建立自成一格的共同體法律體系功

不可沒。在羅馬條約簽署時，會員國還簽訂一項共同機關協定，將煤鋼、

經濟和原子能三個共同體的大會與法院合而為一，即以同一個共同大會和

法院行使三個共同體條約所分別賦予之職權，同樣的情形也適用在經濟和

原子能共同體的經濟暨社會委員會（Herbrecht, 1978: 30；European NAvigator,
1957）。至於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成立之目的乃在於：促進會員國核能工業

與科技之研究發展，訂定統一的安全規範，建立核能基本設施，監督核能

燃料之和平使用，以及設立共同市場以促進相關投資。

從以上的敘述和分析可以得知，西歐六國參與戰後歐洲統合皆出自安

全和經濟動機，只是著重程度各有不同。首先就預期獲益面而言，巴黎先

是運用戰勝國暨佔領國的優勢，計畫將覬覦已久的薩爾區併入法國，並說

服盟國對魯爾區的煤鐵生產進行國際監管，以確保自身的安全利益和強國

地位。此種現實主義強權的作法雖能達到短期壓制的目標，然而隨著冷戰

格局之形成，歐洲權力和利益結構逐漸位移、各國國力也消長互見。基於

對法國中長期經濟和軍事力量相對衰弱的預期，莫內與舒曼首倡歐洲煤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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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聯營共管，不僅具有和平、統合、平等、與法德和解的象徵及實質意

義，在安全和經濟的外部效應上，也兼具了剷除德國野心再起的機會以及

進行法國相關工業部門之現代化。荷、比、盧與義大利則因地緣政治和安

全、以及與區域大國──法、德──經貿往來密切等因素考量，也決定搭

上首班統合列車。至於西德艾德諾政府的政策重心，在於穩固民主憲政、

重獲完整主權、法德和解以及與西方的緊密聯盟關係，其歐洲政策的內涵

就是歐洲統合政策，故對此計畫樂觀其成，除係符合上述聯邦政府的施政

目標外，也能帶動西德經濟的重建和發展，從中獲益。後因韓戰爆發，基

於安全和戰略上的考量，英、美強烈主張盡快讓西德重新建軍，使得波昂

在舒曼計畫的談判裡增加了籌碼，於是法國再相繼提出籌組歐洲部隊和政

治共同體的建議，以便在統合框架下節制未來的德軍、限縮德國行動的自

主性。洵至一九五四年十月的巴黎協議締結後，荷、比、盧一方面記取統

合大躍進策略的失敗經驗，另一方面主要著眼於較容易達成的共同經濟利

益，且三國早已組成關稅同盟（Benelux），乃開始推動界定明確的事務性

統合項目，包括設立關稅聯盟、貿易和農業共同市場與原子能發展監理機

關、規劃歐洲運輸網以及調和社會立法等。法國原本試圖對共同市場的自

由競爭設下例外保障，但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失利後，體認到欲走出兩大超

強對峙格局以及提升巴黎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力，整合西歐國家並加速推

動法國經濟的改革才是唯一之道，使得後來經濟共同體的談判得以快速獲

得進展。

其次，就國內決策環境面來看，戰後法國面對著許多產業設備落後和

勞動市場僵固等問題，因此即使遭遇國內高層公務員、反對黨、和煤鐵工

業部門的反對壓力，但莫內和舒曼為了法國經濟的現代化與政治和外交利

益，仍義無反顧地推動成立歐洲煤鋼共同體。西德魯爾區因受國際共管，

相關產業本就處於被管制的情形，產能受限無法充分發揮，舒曼計畫卻可

以讓業者因自由競爭和市場擴大而受惠，故幾乎不見重大反對聲浪。加以

艾德諾在國內的地位穩固，也受到西方國家的信賴和尊敬，因此可以很快

就允諾推動煤鋼聯營計畫。可是，西德反對黨卻不認同接下來聯邦政府的

建軍政策，艾德諾的強勢作風在國內也漸受批評，造成歐洲防禦共同體條

約批准時程拖得太長，而國際局勢的快速發展，使得原本在安全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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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也有所轉變。尤其是法國各黨派也都有許多反對西德重新武裝的聲

音，執政聯盟卻無法掌握在國民議會裡的多數票，致使此項條約未能獲得

通過。另在經濟共同體倡議和磋商過程中，除了仍具有推動歐洲統合大業

的政治動機外，參與國家明顯以經濟利益為主要取向，因此政府起初對於

本國經貿與相關社會政策的基本原則較為堅持，其後在相互讓步妥協之下

簽署羅馬條約。因有防禦共同體計畫夜長夢多的前車之鑑，各國在這次的

政府間談判過程中便不斷與國內利益團體溝通，巴黎也在國會批准前盡全

力確保多數的支持（Parsons, 2002: 72）。

最後，從制度運作的理念而言，超國家性質的統合計畫之所以能獲得

突破和青睞，與東西衝突越發緊張、而後發展成為冷戰有絕對的關連：一

方面，歐洲大陸的分裂已成定局，各國必須選邊站；另一方面，在美、蘇

兩大超強之間，西歐也唯有團結一途，方得以在蘇聯的可能入侵和美國的

霸權之間維護自身利益。當然，把西德牽制在此項計畫裡，也能防堵德國

野心政權的再度崛起。此外，西歐各國都面臨戰後的重建工作，如何在執

行完馬歇爾計畫後能延續合作的精神和體制，也是各國關心的議題。由於

煤鋼部門的整合，既有其戰略上的意涵，在經濟面的範圍和領域也較容易

訂出運作框架，因此合作的動機不難轉換為對體制和規則的偏好，亦即在

政治制度的理念上趨於一致。相反地，法國所提籌建歐洲部隊的計畫，因

其他參與國家仍相當倚賴美國軍事的保證，並不希望歐洲安全完全獨立自

主，談判妥協的結果才會出現既不具備完整的歐洲色彩、也稱不上是超國

家的防禦共同體組織草案。然而，莫內後來也表示，當時世局的發展迫使

法國義無反顧地朝向歐洲聯邦邁進（Loth, 2007: 40）。巴黎於是再提政治

共同體計畫，卻在是否應同時進行經濟統合的問題上與荷蘭意見極端相

左，方才緩議。俟以不具超國家色彩的巴黎協議取代失敗的共同體防衛計

畫後，荷、比、盧三國認同莫內的想法，認為應從功能性的統合取得具體

成果，以作為進一步政治統合的基礎，因此願意在這些具體界定的政策範

圍和項目上，授予共同體機關代為行使相關主權上的權力。可是，畢竟經

濟的範圍太大，具體界定統合步驟和時間表的只有關稅同盟一項，會員國

並不像在煤鋼共同體條約裡，總體授權予高級公署，反而是都交給主權色

彩濃厚、代表國家利益的理事會來定奪，甚至關稅聯盟進入到第三階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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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採取多數決的議決方式。

大約從中世紀後期以降，緣於戰亂頻仍，將歐洲各國組成一個聯邦以

保和平的想法便開始陸續出現。這個統合歐洲的理想在二次大戰之後終於

獲得了實踐的機會，尤其是超國家的組織建構與政策推行，需克服許多民

族認同和國家利益的難關，因此一路走來也是跌跌撞撞。以歷史制度主義

的角度來審視這個理想與現實之間的拔河，可以清晰觀察到此制度建構之

背景、成因和歷程。然而，超國家的統合方式畢竟只是手段，是否要以建

立歐洲聯邦為目標，就牽涉到領導人物本身的信念、想法和認知（Parsons,
2002: 47-53）。從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八年這段披荊斬棘的統合過程裡，我

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指出，包括莫內、艾德諾、史巴克和拜揚在內的歐盟「開

國元勳」（Founding Fathers），都具有十分堅定的歐洲信念，並能掌握並

利用國際與歐洲情勢之發展，再藉對內與對外的說服和行動來成就統合大

業。由此觀察，各國除了在經濟與安全利益上做權衡，行動者或政治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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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 was first proposed by
Fr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50s as a way to integrate the coal and steel
industries of six countries in Western Europe.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European integration hence had a good start. However, a few years later, it
encountered severe setbacks in the planning of a European army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Learning from past experiences,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six Member
States made continual efforts, and the Treaties of Rome on which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and Euratom were established, were signed
accordingly.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intend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is found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essay tries to reinterpret this integration process. Initially, this
article will elaborate th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and its analytical
dimensions. It then reviews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s from the ECSC to the
Common Market. Focusing inquiry on the linkages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e author explores Member States’ ─ in particular France
and Germany ─ expected benefits, domestic constraints, and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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